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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财产性收益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 

钱龙 罗必良
1
 

【摘 要】：基于 2019 年对江苏省 13个地级市的调查，探讨土地财产性收益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研究表

明，当前承包地财产性收益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留城期限和户口迁移意愿均没有显著影响；当前宅基地财产性收益

则显著提升了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稳健性检验再次证实上述结论是可信的。鉴于当前收益和未来收益的影响可能

不同，进一步研究发现，承包地预期财产性收益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留城期限没有显著影响，但不利于农民选择将

户口迁入城市；宅基地预期财产性收益则显著负向影响农民工的留城意愿、留城期限和户口迁移意愿。在推进新型

城镇化进程中，要高度重视农民工土地财产性权益。一方面，要加快宅基地和农房市场交易来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

另一方面，要加快形成承包地和宅基地有偿退出机制，防止土地成为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潜在羁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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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1]，也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提升城镇化水平不仅能带来巨大的投资需求、创造更多

就业机会，而且能够有效促进消费、扩大内需[2]。近年来，我国城镇化水平快速提升，但截至 2021 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

率也只有 64.72%，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更为重要的是，截至 2020年底，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仍只有45.4%，远落后于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化水平滞后，以及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意味着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任重而道

远。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推进新型城镇化，多次作出重大决策部署。我国出台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

《推动 1 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等政策文件。2020 年 10 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完善新型城镇化战略，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在国际形势风云突变和国际贸易环境恶化的时代背景下，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显得尤为迫

切。 

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键在于实现亿万农民工的城市融入[3,4]。我国城镇化水平尤其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滞后于世界平均水平，

一个十分关键的原因是 2亿多农民工难以真正融入城市，而是像“候鸟”一样在城乡之间来回迁徙[5]。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显示，2020 年全国农民工大约有 2.86 亿，这意味着每 5 个中国人就有 1 个农民工
1
。一些研究也证实，国内消费不振的一个重

要原因是城镇化水平较低，亿万农民工尚未实现市民化[6,7]。因此，持续深化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土地制度等多个重点难

点领域的改革[8]，使更多在城镇稳定就业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定居在城市，将是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社会的重大战略。

不同于主流文献从城市进入的视角来看待农民工市民化，本文试图从农村退出视角来理解新型城镇化战略，并重点回应一个议

题：持有农村土地是否不利于农民工市民化 2，以识别当前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难点所在。并且，考虑到农村土地功能发生深

刻变化，逐渐从生计类资源转变为资产类资源[9]，财产性价值日益显现，本文将重点考察土地财产性收益如何影响农民工城市融

入。 

一、相关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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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经典推拉模型，农民工选择是否融入城市，是理性权衡进入城市和退出农村“成本—收益”之后的选择[10]。通过文献梳

理，发现主流文献多关注城市维度的阻碍性或促进性因素，而相对忽视农村因素的影响[11]，尤其是土地如何影响农民工群体的城

市融入意愿
[12,13]

，相关成果还不多见
[14]
。然而，已有研究表明，一方面，国家对农业农村高度重视，支农惠农政策让农民得到了

实惠，新农村建设带来的农村基础设施改善以及脱贫攻坚对乡村贫困的有效治理，让城乡之间的差距缩小，农民的幸福感和获得

感与日俱增、离开农村的动力趋弱。另一方面，城市户口含金量显著下降，除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少数维度权益还有明显的二

元分化外，农民转变为市民并不能获得多少额外的社会福利性收益。不仅如此，城镇的就业门槛、住房成本以及因频发的生物性

公共安全事件导致的心理成本，弱化了农民工进城意愿。前者意味着农民进城的推力下降，后者意味着农民进城的拉力弱化。由

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同：进入城市似乎没有那么好，留在农村亦能大有作为。在这一背景下，农村因素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

影响已不可忽视。以土地为例，不少调查证实，农民工放弃土地权益的意愿逐渐下降[15,16]，即使进了城也不愿放弃农村土地以换

取城市户口
[17]
。面对城市生活的不确定性，农民工通常选择“一家两户”或“一家两制”

[18]
，在城务工和保留农村承包地和宅基

地兼得，成为亦城亦乡的“两栖”型人口。 

近两年从土地视角阐释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的研究开始增加。承包地方面，一些研究发现，在老家持有承包地时，农民工融

入城市的意愿较低[19,20]，选择将户口迁出的可能性也更低[21]；而且土地资源禀赋越丰富，农民工的进城落户意愿越低[22,23]。除承

包地外，宅基地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也引起了部分学者关注。有限的文献多证实，相对于在农村没有宅基地的农民工，在农

村有宅基地时，农民工留在城市的意愿更低，户口迁移意愿也更弱[13]。无论是宅基地的财产性功能难以体现，还是居住保障功能

让农民工进退有据，抑或农民工对宅基地的情感依附，均让农民工难以下定决心割舍老家农宅[24]，抑制了其市民化倾向[14,25]。整

体而言，主流文献主张，土地已成为农民工融入城镇的障碍[9,26]。然而，也有一些研究主张，不能片面强调土地作用。新时期农

民收入构成中非农工资性收入已经成为农民工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农民工对土地的依赖性下降，离农渐成主流，土地丧失了

“命根子”的关键地位[27]。这部分研究证实，在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土地因素虽然不可忽略，但不是关键性障碍，持有承

包地或宅基地不会显著降低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
[28,29]

。实际上，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主要难题还是在城市生活成本太高
[30]

和面临不

确定性[31]。由此可见，持有土地是否成为城镇化的羁绊，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对这一话题仍有必要进行深入探讨。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土地不仅是生产要素，而且有着十分重要的生存支撑功能。其中，承包地长期担负着农业人口的生活、

就业功能，农村宅基地则有效保障了“居者有其屋”。但随着农民工家庭非农收入占比的提升，人口迁移带来的“人宅分离”，

使农村土地生产性功能和生存保障功能趋于弱化。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农地制度改革走向深化，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认知已发

生重大变化。在很多农民工看来，土地已不只是一种资源，更是一种资产，其财产性价值日益凸显[32]。以往研究多重视承包地或

宅基地保障性功能如何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入。然而，当前土地功能已经发生重大转换，土地财产性功能日益凸显[33]。鉴于土地主

导功能有所变化，有必要从财产性收益视角分析土地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以进一步检验土地因素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

的作用。 

为有效回应持有土地是否会阻碍农民工市民化，本文基于江苏省 13个地级市的调查，验证了承包地和宅基地财产性功能如

何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入决策。相对已有文献，本文边际贡献体现在三方面：第一，在构建模型时控制了上述两类土地财产性收益

带来的影响，而非其一。鉴于已有文献鲜有区分当前收益和未来价值，本文还延伸探索了土地预期财产性收益如何影响农民工城

市融入，拓展和丰富了已有研究。第二，本文同时引入农民工留城意愿、留城期限和户口迁移意愿三个指标来表征农民工市民

化，既涉及常住人口城镇化，又涉及户籍人口城镇化，覆盖范围更具层次性、完整性。第三，本研究基于城乡联动的逻辑，重点

阐述了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土地因素可能发挥的正面或负面影响，为推动农村土地制度变革和更好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提供了发达

地区的经验证据。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一）调研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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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位于我国东部地区，2019年，江苏省 GDP接近 10万亿元，位列全国第 2。因经济发达、就业机会广泛，江苏吸引了

大量外来务工人员，是农民工就业的主要省份之一。为探寻土地财产性收益如何影响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本文以江苏省为例，在

江苏 13 个地级市开展了一项较大规模的农民工调查。依据 2018 年各市外来就业人口数以及常住人口分布，根据 PPS 分层抽样

原则，在苏南 5市、苏中 3市和苏北 5市进行样本调查。本次调查获得农民工问卷 2658 份，剔除人口、经济、社会特征关键信

息缺失的样本，最终获得有效样本 2129 份 3。 

（二）农民工家庭承包地持有及财产性收益 

对农民工承包地持有情况的统计显示，承包地不足 10亩的占比高达 95.68%。这表明受访农民工普遍持有一定数量的农村承

包地，但面积偏小。这与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接近，此次普查显示，我国2.3 亿小农户中经营耕地在 10亩以下的有 2.1亿户
4
，

占比 91.3%。承包地带来的收益如表 1 所示，这表明已有较高比例的农民工通过流转土地来获得财产性收入，尽管其收益不高。 

（三）农户宅基地持有及财产性收益 

我国农村呈现房地分离的产权分割状态。其中，土地属于村集体所有，住房则归属农民私人所有。在当前法治框架中，宅基

地并不能在市场上进行自由交易，只能在同一集体内部流转。对宅基地产权的限制让宅基地和农房的市场价值远远不能体现[34]，

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和土地低效率配置。这也是当前农村人口外出务工后大量农宅空置的关键所在。尽管如此，在很多地区尤

其是发达地区或城乡接合部，农房私下交易仍广泛存在，并演化为土地治理领域的一大顽疾：小产权房。虽然得不到法律认可和

保护，面临的风险较大，但由于价格便宜，小产权房依然受到欢迎，农房私下交易更是屡禁不止[33]。 

表 1农民工老家承包地收益情况 

土地经营状态 自我经营 流转 撂荒 其他 

亩数 5.06 3.61 3.81 5.09 

平均每亩收益(元/年) 1592.04 816.61 0 684.62 

 

表 2农民工预估的老家宅基地和农房市场价值 

老家宅基地和农房市场价值 百分比(%) 

小于等于 20万元 61.58 

大于 20万元且小于等于 50万元 22.78 

大于 50万元且小于等于 100万元 9.75 

大于 100万元 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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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基地和附属农房是农户最重要的财产之一，基于“房地一体”的事实，进行宅基地交易必然涉及农房交易，宅基地价值也

集中体现为房屋价值。由于农村宅基地跨集体交易受到法律严格限制，因而现实中宅基地市场价值更是难以估算。为此，只能请

农民工自己估计，假定能够自由交易时自家农房和宅基地市场价值来间接指示。结果显示，农民工对老家宅基地和农房的估值分

化严重，且大多数倾向于低估（见表 2）。 

三、变量设置与模型选择 

（一）变量设置 

1.城市融入意愿 

个体有融入意愿是实现城市融入的前提，因而本文重点关注农民工融入意愿。为较全面刻画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本文从常

住人口城镇化视角和户籍人口城镇化视角引入三项指标：一是农民工是否愿意留在务工城市；二是农民工愿意留在务工城市的

时间长短；三是农民工是否愿意将户口迁移至务工城市。这三个问题层层递进，相对已有文献采纳的单一指标更具优势。结果表

明，农民工留城倾向非常强烈，高达 85.3%的农民工愿意留在务工城市，超过 60%的农民工愿意长期定居在务工城市（5 年及以

上）。农民工户口迁移意愿事关更有含金量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但农民工户口迁移意愿较低，明确表示愿意迁入城镇的不足 50%。

这与宏观数据可相互印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户籍城镇化率远远滞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且近十年来户籍人口城镇化

率（累计提升 10.29 个百分点）增幅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累计提升 12.26 个百分点）5。 

2.土地财产性收益 

相对大多数文献只关注一类土地，本文同时关注两类土地财产性收益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一是当前承包地财产性收

益。目前承包地已能够按照市场化方式进行配置，农户能够通过土地流转或其他方式获得一定收益[35]，因而以农民工每年能从承

包地获得的收益现金流（对数）来测度。二是当前宅基地财产性收益。准确来说，应当使用宅基地和农房进行市场交易时，能够

为农户带来的现金流来体现这一类财产性收益。然而，大多数农民工家庭宅基地没有进入市场交易，因而只能假定允许进行农房

和宅基地交易时，农民工主观估计的市场价值来体现。 

3.控制变量 

为尽可能减少遗漏变量，参照已有文献，本文引入个体、家庭、区域三个维度的控制变量。个体层面涉及性别、年龄、文化

程度、健康情况、方言掌握[36]和工作类型[37]六个控制变量。家庭维度则引入家庭每月总收入、家庭每月总支出、老家工资水平、

是否江苏户籍、家庭人口规模、配偶是否随迁[24]、是否在城镇购房七个控制变量。江苏省内不同区域城市发展有较大差异，苏南、

苏中和苏北的经济水平呈现梯度差异，因而引入是否苏南城市、是否苏中城市两个虚拟变量来控制区域层面的特征。上述各个变

量定义和描述性统计如表 3所示。 

（二）模型选择 

借鉴已有研究，将本文基准模型设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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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n-city 表示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contract-land 和 house-land 分别表示承包地财产性收益和宅基地财产性收益，

Xi 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ε1 表示随机误差项。具体模型选择方面，鉴于被解释变量留城意愿是一个二值虚拟变量，因而选用二

元 Probit 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考虑到留城期限和户口迁移意愿均为有序排列变量，适合选用有序 Probit 模型进行分析，因此

予以采纳。 

四、计量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 

当前土地财产性收益对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的影响如表 4所示。结果表明，当前承包地财产性收益对农民工的留城意愿、留

城期限和户口迁移意愿均没有显著影响。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承包地财产性收益并非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障碍。之所

以如此，一方面很可能是因为承包地带来的财产性收益较为有限，不足以支撑或者阻碍农民工融入城市；另一方面，当农民工有

意向融入城市时，这些收益也不足以让农民工放弃进入城市。 

表 3变量设置与描述性分析 

变量 变量定义 平均值 标准差 

留城意愿 是否愿意留在务工城市:1=是；0=否 0.853 0.354 

留城期限 0=暂时没想好；1=5 年以内；2=5-10年；3=10 年以上 1.937 1.182 

户口迁移意愿 将户口迁移至务工城市：0=不迁移；1=没想好；2=迁移 1.103 0.848 

当前承包地财产性收益 家庭承包地去年带来的现金收益（元，对数） 2.242 3.112 

当前宅基地财产性收益 估计老家农房和宅基地市场价值（万元，对数） 2.013 1.690 

承包地预期财产性收益 预期自家承包地被征时能获得的补偿总额（万元，对数） 4.836 4.806 

宅基地预期财产性收益 预期老家农房和宅基地被征时能获得的补偿总额（万元，对数） 6.648 6.230 

性别 1=男；0=女 0.604 0.489 

年龄 2019-出生年 36.846 9.495 

文化程度 

1=文盲或半文盲；2=小学及以下；3=初中； 

4=高中或中专；5=大专及以上 

3.623 0.940 

健康情况 1二较差；2=一般；3=较好 2.917 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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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掌握 0=听不懂也不会说；1=听懂但不会说；2=听懂且会说 1.238 0.798 

工作类型 1=雇主；0=雇员 0.188 0.391 

家庭每月总收入 家庭每月总收入水平（元，对数） 8.488 0.495 

家庭每月总支出 家庭每月各类生活支出费用（元，对数） 8.347 0.586 

老家工资水平 在老家的平均工资（元，对数） 8.013 0.692 

是否江苏户籍 1=是；0=否 0.593 0.491 

家庭人口规模 家庭成员数量（口） 3.966 1.311 

配偶是否随迁 1=是；0=否 0.884 0.320 

是否在城镇购房 1=是；0=否 0.423 0.494 

是否苏南城市 1=是；0=否 0.507 0.500 

是否苏中城市 1=是；0=否 0.153 0.360 

 

表 4当前土地财产性收益与农民工城市融入：基准回归 

变量 留城愿意 留城期限 户口迁移意愿 

当前承包地财产性收益 

-0.030 

(0.019) 

-0.018 

(0.015) 

-0.006 

(0.012) 

当前宅基地财产性收益 

0.008** 

(0.003) 

0.000** 

(0.000) 

0.003* 

(0.009) 

性别 

-0.278** 

(0.135) 

-0.031 

(0.100) 

-0.035 

(0.102) 

年龄 

0.006 

(0.007) 

0.011 

(0.006) 

0.000 

(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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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程度 

0.115 

(0.074) 

0.050 

(0.056) 

0.111** 

(0.056) 

健康情况 

0.025 

(0.174) 

-0.121 

(0.115) 

-0.083 

(0.144) 

方言掌握 

0.255*** 

(0.097) 

0.225*** 

(0.076) 

0.244*** 

(0.078) 

工作类型 

0.138 

(0.154) 

0.240** 

(0.113) 

-0.057 

(0.114) 

家庭每月总收入 

0.051 

(0.151) 

0.412 

(0.104) 

0.138 

(0.110) 

家庭每月总支出 

-0.288** 

(0.087) 

-0.194*** 

(0.100) 

-0.108* 

(0.103) 

老家工资水平 

-0.075 

(0.073) 

-0.039 

(0.064) 

-0.042 

(0.066) 

是否江苏户籍 

0.160 

(0.134) 

0.284*** 

(0.106) 

0.100 

(0.107) 

家庭人口规模 

0.036 

(0.047) 

0.006 

(0.035) 

0.043 

(0.037) 

配偶是否随迁 

0.330** 

(0.157) 

0.262** 

(0.132) 

0.250* 

(0.135) 

是否在城镇购房 

0.032* 

(0.139) 

0.480*** 

(0.075) 

0.271** 

(0.107) 

是否苏南城市 

0.145 

(0.185) 

-0.542*** 

(0.140) 

-0.053 

(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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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苏中城市 

-0.126 

(0.192) 

-0.418*** 

(0.116) 

-0.284* 

(0.149) 

常数 

-2.954*** 

(1.524) 

  

切点一  

2.166 

(0.115) 

-0.171 

(0.164) 

切点二  

2.819 

(0.116) 

0.930 

(0.165) 

切点三  

3.321 

(1.118) 

 

LR chi2 62.14*** 179.68*** 63.19*** 

Pseudo R2 0.093 0.099 0.038 

观测值 1796 1697 1779 

 

注：***、**和*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标准差 

当前宅基地财产性收益对农民工的留城意愿、留城期限和户口迁移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当前宅基地财产性收

益越高，越有助于农民工融入城市。对此的解释是，宅基地和附属农房是农民工家庭最宝贵的财产，在宅基地可交易的前提下，

如果当期能够通过交易获得一笔不菲的财产性收益，农民工不仅愿意通过交易来实现农村退出，而且能够借此增强城市融入能

力[38]。 

显著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入三大指标的还有方言掌握、家庭每月总支出、配偶是否随迁、是否在城镇购房四个控制变量。具体

而言，熟练掌握务工地方言的农民工更可能实现城市融入[36]。家庭每月总支出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留城期限和户口迁移意愿的影

响均为负，说明在城市生活成本越高，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意愿越低[31]。配偶是否随迁对农民工城市融入三大指标均有显著正向影

响。相对于独自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有配偶随迁的农民工更愿意融入城市，这与已有文献一致，证实家庭式迁移有助于人口城镇

化[26]。是否在城镇购房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也非常关键，相对于没有购房的农民工，已在城镇购房的农民工更愿意融入城

市，这表明住房问题对农民工市民化至关重要[4,39]。 

（二）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当前土地财产性收益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是否稳健，参照已有文献
[21,22]

，使用农民工老家承包地面积作为当前承

包地财产性收益的替代变量，使用宅基地面积作为宅基地财产性收益的替代变量。结果表明，承包地面积对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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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依然不显著，再次说明承包地不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关键障碍。宅基地面积依然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留城期限和户口迁移

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当前宅基地财产性收益确实对农民工城市融入有关键影响。 

在基准模型中，表征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的留城期限和户口迁移意愿均为有序变量，全样本中包括那些尚未决策的农民工

（选择“没想好”）。基准模型中对这两个关键变量的排列设置主观性较强，可能会对拟合结果产生影响。因此，去掉这部分样

本进行再检验，结果显示，当前承包地财产性收益和当前宅基地财产性收益对留城期限（1=5 年以内；2=5—10 年；3=10 年以

上）、户口迁移意愿（0=不迁移；1=迁移）的影响与基准模型一致，说明两类当前土地财产性收益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稳健。 

（三）异质性分析 

不同规模城市的进入门槛有所差异，通常而言，较大规模城市有着更高的生活成本和制度门槛，这会使得农民工融入较大城

市更难[39]。江苏省有 13个地级市，按照城市GDP 规模和常住人口数，南京和苏州属于大城市（新一线），其他 11个地级市则可

以被归纳为中小型城市（二线和三线城市）。苏州、南京这样的新一线城市，目前实行积分落户制，达到条件即可迁入；其他 11

个城市，则在户籍迁入方面没有明显的限制性政策。为识别土地财产性收益对不同类型城市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 

当前承包地财产性收益对在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务工的农民工的留城意愿、留城期限和户口迁移意愿的影响均不显著，这与

整体样本一致。对于农民工留城意愿和留城期限，无论是大城市分样本还是中小城市分样本，当前宅基地财产性收益的影响方向

均为正，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与整体样本也一致。 

然而，对于农民工户口迁移意愿，当前宅基地财产性收益的影响出现分化。其中，当前宅基地财产性收益对在大城市务工的

农民工户口迁移意愿没有显著影响，但是能够显著提升在中小城市务工农民工户口迁移意愿。之所以出现上述分化，可能原因是

大城市进入门槛太高，不仅要累积积分方可申请入户，而且经济成本更高。即使能够通过宅基地交易来获得一部分财产性收益，

但因数量有限也很难帮助农民工在城市永久定居。以南京、苏州为例，2019年，南京房价均价为 28526 元/平方米，苏州房价均

价为 19568 元/平方米 6。以一套 90 平方米的住房为例，假定首付比例为三成，那么在两大城市购房的首付资金分别为约 77 万

元和 53万元，这远超过一般农民工家庭的支付能力。而中小城市的进入门槛较低，不仅没有明显的限制性政策，而且经济成本

更低、首付也更少。同等条件下，在淮安市购房的首付资金为22.5 万元，镇江市为 25.4 万元，徐州市为28.5万元，无锡市为

34.6 万元，远低于南京和苏州这样的新一线城市。因此，在中小城市务工的农民工，通过宅基地和农房交易获得的财产性收益，

加之家庭前期积累，是有可能越过购房门槛条件，融入中小城市的。 

五、进一步讨论 

前述分析表明，在农民工城市融入决策中，是否持有承包地不重要，关键是持有宅基地。当前宅基地财产性收益有助于提升

农民工留城意愿，延长其留城期限，增加其户口迁移意愿。这与主流文献发现相反，大多数研究都主张，持有承包地和宅基地会

阻碍农民工城市融入[20,26]。本文认为，之所以如此，一个关键原因是：已有文献鲜有区分承包地和宅基地当前收益和预期收益，

而两者差异很可能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决策产生异质性影响。构造一个简单的家庭策略函数，可以清晰显示两类土地财产性收益

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差异化影响[8,25]: 

 

其中，R表示农民工家庭选择融入城市的综合收益。从推拉理论来看，家庭是否会选择融入城市，必然是理性权衡收益和成

本的，只有收益超过成本（R>0），才可能会选择退出农村、进入城市。具体而言，T和 H分别表示选择融入城市时，当前承包地

和宅基地带来的财产性收益，v 表示非农就业风险，W 表示城市工资水平，L 表示非农就业的家庭成员数量。S1和 S2分别表示一



 

 10 

旦选择融入城市，可能失去承包地和宅基地的风险；Q1和 Q2表示长期持有承包地和宅基地的财产增值性收益；C表示融入城市的

各项成本（包括生活成本、制度成本、心理成本等）。由此，不难得出两个推论： 

其一，当前承包地财产性收益（T）与当前宅基地财产性收益（S）越大，R>0的可能性越高，越能提高农民工选择融入城市

的可能性。这一推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验证。前述实证分析表明 S越大，农民工选择融入城市的意愿越高。 

其二，作为退出农村的潜在成本，失去土地的风险越大（S1和 S2越大），承包地预期财产性收益（Q1）和宅基地预期财产性

收益越大（Q2），那么 R>0的可能性越低，这会降低农民工选择融入城市的可能性。推论二将会在后文中给予验证。 

农村土地未来价值主要体现为政府征地补偿，因此这次调查询问了农民工对自家承包地和宅基地将来被征可能获得的补偿

款，以此来显示农民工对两类土地的财产性收益预期。有文献发现，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带来了建设用地快速扩张，越来越多

的农村土地有机会转为城镇建设用地。土地征收补偿标准也越来越高，很多农民甚至盼着被政府征收，待价而沽的心态越来越普

遍，土地财产性功能愈发凸显[35]。统计结果显示，受访农民工中超过一半已经意识到承包地的预期价值，虽然预期水平还比较

低。宅基地及其附属农房是农民工在老家最有经济价值的财产。很多农民工在城里挣钱后最大的投资就是回乡新建、翻新住房。

调查还表明，近 60%的农民工的宅基地财产权意识已经觉醒。 

为验证两类土地预期财产性收益对其城市融入意愿的影响，使用预期征地时能够获得的承包地补偿款（对数）、宅基地和农

房补偿款（对数）来分别表征两类土地预期财产性收益。结果显示，承包地预期财产性收益对留城意愿和留城期限的影响仍不显

著，但是能够显著降低农民工户口迁移意愿。即预期承包地能够获得补偿金额并不影响农民工成为城镇常住人口，但会显著降低

农民工将户口迁入的可能性。对此的解释是，相对于将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保留农村户口时农民工失去土地的风险更低，能

够避免将来可能的财产损失，这对农民工而言是相对理性的选择。尽管中央层面不断强调严格保护农村土地承包权，明确指出农

民工进入城市不得强制其退出农村承包地，但是广大农民工还是担心政策会变，基于求稳心理不愿意迁入城市。这也就解释了近

十年来进入城市的门槛不断降低，中小城市户口已基本放开，广大农民工却仍维持兼业化，在城乡之间来回迁徙，而不是选择彻

底融入城市。 

宅基地预期财产性收益对农民工的留城意愿、留城期限和户口迁移意愿均有显著负面影响，说明预期宅基地被征时获得的

补偿额度越高，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意愿越低，这与已有文献高度一致[17]，推论二得到部分证实。其背后逻辑是，宅基地预期财产

性收益是农民工退出农村的潜在损失。当退出农村遭受的损失越大时，农民工融入城市动力越弱，这将不利于农民工融入城市。

结合基准回归的发现，本文证实时间差异是重要的。当期能够获得的宅基地财产性收益有助于农民工融入城市，而宅基地预期财

产性收益则构成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障碍。这意味着在市场可交易的前提下，短期而言，如果农户能够流转宅基地使用权，农民

工还是愿意通过市场交易来获得一笔不菲的收入，并借此来助推其家庭的城市融入。但长期而言，如果缺乏有效的退出机制，在

当前持有成本较低的前提下，长期持有宅基地并耐心等待后续可能的增值则是更理性的选择。当然，这种私人理性带来的负外部

性非常明显，不仅会导致“两头占地”和土地资源低效配置，而且会阻碍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提升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现。 

越来越多的研究主张，我国推进户籍城镇化的黄金窗口期或许已经失去，近年来农民工落户意愿不断走低[40]。广大农民工宁

愿选择成为“两栖”人，也不想成为有户籍的城市居民。要实现破局，加快户籍制度改革诚然重要，但也不能忽视农村土地制度

变革。当前，农村承包地和宅基地带不走且不能交易的现象十分突出。如果上述问题一直悬而未决，会造成广大农民工主动或被

动持有农地、待价而沽。随着两类土地预期财产性功能不断显现，基于财产增值的心理预期，农民工会越来越不愿意放弃农地，

土地因素有很大可能成为新型城镇化战略的羁绊。 

六、结论与启示 

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实现亿万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仍然是相当长时期内的重大战略。在这一背景下，本文试图探索土地因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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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扮演的角色，分析土地财产性功能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基于东部发达地区江苏省 13个地级市的调查，本文发现，当

前承包地财产性收益对农民工城市融入没有显著影响；在可交易的前提下，当前宅基地财产性收益能显著提升农民工的留城意

愿、延长其留城期限、增强其户口迁移意愿。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和进行子样本检验，仍然发现上述结论成立。分样本检验表明，

当前承包地财产性收益对在大城市、中小城市务工的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均没有显著影响。然而，当前宅基地财产性收益带来的影

响出现分化，虽然不能有效提升在大城市务工农民工的户口迁移意愿，但能显著提升中小城市务工农民工的户口迁移意愿。 

本文还进一步探索了承包地和宅基地预期财产性收益如何影响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发现承包地预期财产性收益并不影响农

民工留城意愿和留城期限，但能显著降低农民工户口迁移意愿。宅基地方面，宅基地预期财产性收益越高，农民工留城意愿越

低，留城期限越短，户口迁入城市的意愿也越低。也就是说，两类土地预期财产性收益已成为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显性障碍，尤其

对户籍城镇化率提升不利。 

基于上述发现，可得到以下启示：第一，要加快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形成土地制度改革和新型城镇化联动推进的新局面。

本文研究表明，土地因素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不可忽视。如果说以前推进城镇化的主要矛盾是城市进入维度的，是农民工难以

进城，那么当前实现新型城镇化的困难则来自农村退出维度，主要表现为农民工无法有效“离土”，土地退出通道不畅和潜在退

出成本过高。因此，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迫切需要基于城乡一体化的视角，联动考虑城市和农村因素，重点考虑土地因素在城

镇化进程中可能发挥的促进或阻碍作用。否则，只能是事倍功半。第二，当前最为迫切的是加快推进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

形成宅基地使用权和农房所有权的交易市场。本文发现，当期能够通过市场交易实现的宅基地财产性收益有助于农民工融入城

市，尤其是有利于农民工进入融入门槛较低的中小城市，说明有效的宅基地流转市场会助力农民工离农和融入城市。因此，在稳

妥推进的前提下，应加快构建和培育宅基地使用权和农房所有权的流转市场，让广大农民工能够带着财产进城。必须强调的是，

这是另一个宝贵的窗口期，当前有相当比例农民工对宅基地使用权和农房所有权有较强处置意愿，切不可再次错过。否则，将来

一旦农民工意愿发生逆转，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成本会更高。第三，应加快构建农村承包地和宅基地的有偿退出机制。本文证实承

包地和宅基地的预期财产性收益会成为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羁绊，集中表现为不利于农民工将户口迁入务工城市。加快提升户籍

人口城镇化和实现农民工彻底融入城市是新型城镇化的重点任务，为此，应加快形成农村承包地和宅基地的有偿退出机制，畅通

离农离土通道，让那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生活、且有较强意愿退出农村的农民工有机会彻底斩断与农村的联系，并通过合理补偿

增强其城市融入能力。唯有如此，才能加快实现新型城镇化战略。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结论是在特定情境下成立的，最多只是提供了我国发达地区的经验证据。且本文实证研究尚有值得改进

之处。首先，被解释变量是主观层面意愿而非实际的融入行为，考虑到意愿和行为有背离可能性，后续研究要进一步分析土地因

素对农民工城市融入行为的影响。其次，一些可能的影响因素没有得到控制，比如土地地理位置。囿于数据，此类控制变量没有

被有效控制。最后，对于可能的内生性，本文无法进一步验证。尽管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对土地财产性收益有反向影响的可能性

较低，但如果存在，也会对本文核心结论形成挑战，后续需要找到合适的工具变量来解决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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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数据来源：https://www.sohu.com/a/466419223_99986045。 

2 农村承包地和宅基地均呈现“三权分置”，持有土地并不是指农户拥有所有权，而是农户依据集体成员身份获得农地承包

权和宅基地资格权，以及附属的土地使用权。其中，承包地使用权已经能够实现市场化交易，而宅基地使用权交易还受到法律严

格限制。 

3有效样本是根据被调查者个体、家庭、经济、社会等特征完整性来认定的。由于调查者对不同问题的回答质量不同，因而

后续实证分析中会因这一点导致样本数有所差异。 

4数据来源：https://dy.163.com/article/E97D9BVU0514FB7Nhtml。 

5 数据来源：http://www.gov.cn/xinwen/2021-05/11/content_5605760.htm。 

6 数据来源：https://www.anjuke.com/fangjia/nanjing2019/。 


